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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帝王教科書的《論語》 

─宋代《論語》經筵講義探析 

金培懿
＊

 

摘 要 

本文就宋代之《論語》經筵講義，以《四庫全書》〈集部〉所收楊時、程俱、

王十朋、袁甫、劉克莊、徐元杰等六人之《論語》經筵講義為主要研究對象，指出

彼等所進講之內容思想或主張，基本上多聚焦於：為學志道、修身進德、輕利寡欲、

遠佞近賢等四大議題。進而剖析經筵教育的特色有二：一是講官與受教者的帝王之

間，始終有著難以親近的隔閡。二是經筵講官始終處在皇權的壓力之下，有著權力

上無法逾越的分際。而前者導致講官未必可獲具一放諸四海皆準的告人主之法，導

致保傅輔弼帝王之重責大任，在理想性與實際的施行上有其相當的落差；後者凸顯

出帝王與講官在經筵上的權力衝突問題，在宋代知識分子之間，則以爭論廢坐講是

否得宜的形式呈現出來。進而指出經筵這一帝王學習儒典的場合，常常淪為當代政

壇各方角力爭相取得發言權的政治權力論述場域。最後則指出經筵講義之解經正法

乃是離經言道的「有為之言」，而非追求經典原義的復現。結論則指出當經筵講師

以「傳道君師」身分高尚其志，挺拔起其獨立人格，繼承「斯文在我」之自信，不

受政治威權宰制時，此舉不僅逆轉了其被統治的儒臣「經師」身分，更進一步參與

政治、指導帝王向善，而此乃孟子以來儒士的最佳自我定位與自我期待。 

關鍵詞：《論語》、經筵講義、有為之言、廢坐、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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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s the 

Emperor’s Textbook – The Analysis of the 

Lectures for Emperors o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n the Sung Dynasty 

Chin Pei-Y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aimed at the lectures for emperors o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n the 

Sung Dynasty by researching into Yang Shr楊時, Cheng Jiu程俱, Wang Shr Peng王十朋, 

Yuan Fu袁甫, Liu Ke Juang劉克莊, Hsu Yuan Jie徐元杰’s lectures for emperors o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which were included in Siku Quanshu四庫全書. Their lectures 

focused on the four topics: to study, to cultivate morality, to renounce desire and to leave 

from immoral person and close to moral person. There are two features of the lectures for 

emperors. First, there was an estrangement between the teachers and the emperors as 

students. Second, the teachers were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emperor’s power and could 

not go beyond. The former procured that the teachers could not necessarily acquire a 

general way to advice the emperors on morality. The duty to assist the emperors was not 

certainly taken charge. The latter reveale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emperors and the 

teachers. For the scholars in Sung Dynasty, it appeared in the question that to abolish the 

regulation that the teachers can sit when they lecturing is proper or not. The lectures for 

emperors often became the field that all influences scrambled for the power to discourse 

by it. The way to interpret the scriptures of the lectures for emperors was not focused on 

the original meaning but to talk about the “constructive words”. When the teachers 

insisted on being “the teacher of emperor” and set their individual personality,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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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d their status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politics to teach the emperors on morality. It is 

the best self-identity and aspiration of Confucians after Mencius.  

Keyword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lectures for emperors constructive words, 

to abolish the seat for the teachers of emperors, the teacher of empe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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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帝王教科書的《論語》 

─宋代《論語》經筵講義探析
＊

 

金培懿 

一、前言 

所謂經筵者，又稱講筵、經幄、經帷，主要是指古代帝王為研讀經史而特設的

御前講席。南朝時雖有「講筵」一詞1，然「經筵」之稱始於北宋，惟早自漢代已見

御前講席，例如有鑒於昭帝幼年即位，輔佐臣屬遂舉碩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

宮以教授幼帝。2而據史書所載，昭帝曾召見蔡義說《詩》，結果是：「上說之，擢

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3而甘露三年（B.C.51）漢宣帝更召集諸

儒於石渠閣討論經旨異同，宣帝更親自「稱制臨決」，一般認為經筵制度肇始於此。

4入唐後，玄宗開元年間選耆儒博學之士每日入內侍讀、講經史，開元十三年（725）

                                                 

＊

 本文係筆者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經筵講義中的《論語》帝王學─中日帝王的經典學習比較

（Ⅱ）（NSC96-2411-H-194-013-MY3）」之部份研究成果，感謝該會補助。又初稿發表於 2009 年 5

月 30 日，由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所舉辦之「經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中承蒙評論人蔡長林教

授，與會學者鄭吉雄、勞悅強、張曉生、馮曉庭等教授惠賜寶貴意見。而此次投稿《成大中文學報》，

更有賴兩位匿名審查委員不辭辛勞、不吝賜正，使本文有機會修訂誤漏之處，今謹一併深致謝忱。 

1 詳參唐‧姚思廉，〈張正見傳〉，《陳書》（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陳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

34，頁 469。 

2 詳參劉宋‧范曄，〈桓郁傳〉，《後漢書》（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

卷 37，頁 1255-1256。 

3 漢‧班固，〈蔡義傳〉，《漢書》（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 66，頁

2898。 

4 持此論之代表性先行研究有朱瑞熙，〈宋朝經筵制度〉，《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

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史學系，1996），頁 229-264。朱瑞熙此說係依據宋人林駉所謂：「古者，自上

而下皆勸學之賢。後世有定職矣，又其甚也闕而不置爾。古者，由內而外皆講學之地。至後世有定

所矣，又其甚也罷而不設爾。自宣帝甘露中（53-50B.C.）始詔諸儒講五經于石渠，經筵之所始乎此，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第 三 十 一 期 

 

 66 

更設置「集賢院」，「侍講」之名於此正式入銜。5
 

至宋代，真宗咸平二年（999）七月設置翰林侍講、侍讀學士，擇老儒舊德以充

其選，其後又設「崇政殿」說書，以秩卑資淺者任之6，神宗元豐改制，講讀學士僅

稱侍講、侍讀，以學士或侍從職事官有學識者充任，秩卑資淺者一樣為說書，並訂

定春二月至端午；秋八月至冬至，遇雙日講官入侍邇英殿講讀。7又與前朝相異的是

宋代還設立「講筵所」這一機構以負責經筵進講，8而宋代經筵講讀之制，就目前學

界之研究，基本上認為其始於真宗咸平四年（1001），確定於仁宗朝。9換言之，經

                                                                                                                                      

厥後遂為常制。是以東漢章帝命諸儒于白虎觀講五經，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

於是有定所矣。」（宋‧林駉，〈經筵〉，《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臺北：新興書局，1970）卷 9，

頁 906-908。）而來立論，朱瑞熙之前則有張帆，〈中國古代經筵初探〉（《中國史研究》51（1991），

頁 102-111）、之後有鄒賀、陳峰，〈中國古代經筵制度沿革考論〉（《求索》9（2009），頁 202-205），

二人基本上皆主張經筵肇始於漢昭帝。而陳東，〈中國古代經筵概論〉（《齊魯學刊》202（2008），頁

52-58）則指出經筵雖起源於漢、唐，但林駉之說只是指出漢代石渠閣、白虎觀會議是經筵有「定所」

之始；並非在說石渠閣、白虎觀會議就是經筵之始。 

5 晉‧劉昫，〈玄宗紀上〉，《舊唐書》（楊家駱主編，《新校本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 8，

頁 188、宋‧王溥，《唐會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06），

頁 825-828。林駉亦曰：「自玄宗選儒學之士入內侍讀，馬懷素、褚無量與焉。侍讀之名始乎此。迨

開元十三年置集賢院，有侍講學士，有侍讀學士，於是有常職矣。」（林駉，〈經筵〉，《新箋決科古

今源流至論》卷 9，頁 908。） 

6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5（《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31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1986），頁 590。 

7 清‧徐松，〈職官〉六之五十八，《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頁 2525。 

8 徐松，〈職官〉六之七十四，《宋會要輯稿》，頁 2533-2534。 

9 若如是，則宋仁宗朝之前所謂的「經筵」，相對「非制式」、「非標準」，且相對「廣義」。因為在宋仁

宗朝之前的經筵講師，例如東漢之「侍講」，基本上以本官兼職，主要作為皇帝執政之諮詢顧問，故

不同於後世之經筵講讀官。又魏晉之際雖仍存在侍講制度，但卻不區分皇帝或太子之侍講。另如南

朝劉宋時出現的侍讀，其職務原本是為諸王傳授經學而設置，其實不入侍宮禁。而且西晉出現的「太

子侍講」已經具有官銜，至於「太子侍讀」，終南朝之世，則未列入官銜，僅是職司，要迨北周之際

才成為官職，惟北齊同於南朝，仍為本官侍讀。另外，雖然最初的「侍講禁內」、「侍講禁中」是指

侍講皇帝，但實際上並不細分受教者究竟是皇帝、太子甚或女眷。上述情形從另一面來看，我們可

以說太子侍講或太子侍讀的設置，乃皇帝侍讀、侍講官之先驅，又太子侍讀、侍講迨太子即位後，

按理也就成為皇帝侍讀、侍講，如唐朝褚無量、明代高拱皆是。甚至在宋朝之後，例如遼朝的御前

講席並未使用「經筵」來界定，而且多承襲隋唐古風，並未受到宋朝經筵制度影響；金朝雖沿用宋

朝「經筵」一詞，但並未區分其究竟是御前講席還是太子講席，且經筵在金朝也非單純的學問講席，

誠如元好問所謂：「名則經筵，實內相也。」（金‧元好問，〈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遺山集》卷

18（《元好問全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頁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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筵講讀制度自宋代建國初期就已形成。而「崇政殿」說書的職責就在進讀經書史籍，

講釋經義，備顧問以應對。 

而北宋經筵講讀之內容豐富，主要不外經書、史書與祖訓。經書中主要又以五

經與《論語》、《孝經》為主，而四書於北宋經筵中雖然尚未成為一完足獨立之思

想體系而被應用於經筵教育中，但從經筵教育之主要目的乃在輔弼君德這一層面來

看，四書作為經筵教材，其學聖之教育目的性，或是太子、諸王由啟蒙教育進入讀

經的教育階段性，乃至作為形塑帝王聖德的教育一貫系統性，皆比五經強。其中《論

語》又常是有志於學聖之北宋帝王的必選教材，而且《論語》經筵講義之數量堪稱

歷朝之冠。例如真宗於東宮之際，「講《尚書》凡七遍，《論語》、《孝經》亦皆

數四。」10仁宗、哲宗幼年登基，初御經筵時所學的都是《論語》，英宗繼位之初，

召天章閣侍講呂公著首先講的也是《論語》。11
 

至於東宮講官一職，一般而言，北宋任太子三師（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

太保）與太子三少（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者，基本上多由致仕之宰執

或文臣遷轉「三師」、「三少」這一標誌地位待遇的階官。北宋以太子師傅待宰相

致仕者；南宋則除東宮講讀外，亦無實際職事。然宋朝亦曾出現由現任宰相同時兼

任太子師傅者，如北宋之蔡京、南宋之秦檜、賈似道即是，也因而造成既是權臣又

是太子師傅的宰相，日後又成為「君師」，如虎添翼，權傾一時，無懼皇權，專擅

                                                                                                                                      

元代經筵設置多承襲金朝理念，經筵之法或經筵週期，多與宋朝相異或是宋朝所未有，諸如東宮太

子之講席亦稱「經筵」；又明朝除皇帝外，太子出閣後亦有講筵之設置，但僅稱之為「講筵」而不稱

「經筵」。因此「經筵」一詞未必僅侷限於宋朝所謂專為教育皇帝而設這一範疇，若從廣義而言，其

應可包含皇帝、太子、諸王、皇子等諸講筵在內；狹義而言才指專為教育皇帝而設之御前講席。 

由於本文主要在討論宋代《論語》經筵講義，故所採「經筵」一詞之定義，主要指專為教育皇帝而

設之御前講席，然鑒於太子教育實為皇帝教育之前導作業，故在思考所謂經筵講義這一帝王教育之

總體風貌，與帝王皇族經典教育之一貫性，亦即帝王教育可視為皇儲教育的延續時，則希望從廣義

的「經筵」定義來思考、論述諸如經筵經說、解經法、經筵教育之理想型態與現實處境之間的落差、

經筵教育之交替、補充、發展關係與其目的，乃至經筵講師之自我定位與其透過經筵而傳達出之政

治發聲。 

10
 李燾，〈大中祥符二年九月條〉，《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72，頁 167。 

11 李燾，〈乾興元年十一月辛巳條〉，《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99，頁 547-548；〈元豐八年十二月壬戌條〉，

卷 360，頁 139；〈嘉祐八年十二月己巳條〉，卷 199，頁 326。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第 三 十 一 期 

 

 68 

朝政，南宋理宗、度宗兩朝之賈似道便是其中代表。12
 

另外，不僅太子師傅由宰執致仕者或文臣遷轉，侍讀、侍講也多由臺諫官、宮

觀官、封駁官、六部侍郎等兼任。蓋元豐（1078-1085）以來，多以宮觀官兼侍讀，

例如元豐八年（1085）四月，詔資政殿大學士呂公著兼侍讀，提舉中太乙宮兼集禧

觀公事；七月，資政殿學士韓維兼侍讀，亦仍提舉中太乙宮兼集禧觀公事。元祐元

年（1086-1093），端明殿學士范鎮致仕，同樣提舉中太乙宮兼集禧觀公事，兼侍讀，

然范鎮卻拒不赴任。其他如朱勝非、張浚、謝克家、趙鼎、万俟卨等人，則並以提

舉醴泉觀或萬壽觀兼侍讀。孝宗隆興元年（1163）湯思退以醴泉觀並侍讀。乾道五

年（1169）劉章以提舉佑神觀兼侍讀。13
 

至於臺諫兼侍讀一事，故事臺丞無在經筵者，然自慶曆（1041-1048）以來，臺

丞多兼侍讀。如慶曆二年（1042），仁宗以御史中丞賈昌朝長於講說，召其侍講邇

英殿。14中興後，建炎元年（1127）御史中丞王賓建請復開經筵，高宗遂命其兼侍

講。15其後十五年，繼王賓為侍講者，僅王唐、徐俯二人，一樣皆出自上意。紹興

十二年（1142）春，万俟卨、羅汝檝分別以中丞、諫議始兼侍讀，自後朝廷要求每

除言路，必兼經筵。而紹興二十五年（1155），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兼侍讀，非臺

丞、諫長而以侍講為稱者，又自此始。此後，臺官或兼說書者，始自隆興二年（1164）

五月的尹穡；諫官或兼說書者，始自乾道九年（1173）十二月的詹元宗。然爾後並

以侍讀稱之，不復兼說書。16至於翰林侍講學士方面，國子祭酒邢昺於咸平二年（999）

                                                 

12
 史載理宗崩殂，度宗因為是賈似道所立，故「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

公』。甫葬理宗，即棄官去，使呂文德報北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后手為詔起之。似道至，

欲以經筵拜太師，以典故須建節，授鎮東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致爾！』遂命出節，

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宋制：節出，有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

不屈。至是，人皆駭歎。然下沱之報實無兵也。」詳見元‧脫脫，〈姦臣四‧賈似道列傳〉，《宋史》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 470，頁 13783。 

13 脫脫，〈職官二‧侍讀侍講志〉，《宋史》卷 162，頁 3813、徐松，〈職官〉六之六十一、六十二，《宋

會要輯稿》，頁 2527。 

14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35，頁 213。 

15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1（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叢書集成新編》冊 115），

頁 626。 

16 脫脫，〈職官二‧侍讀侍講志〉，《宋史》卷 162，頁 3813-3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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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侍講學士，其後又以馬宗元為侍講，不加別名，供職而已。17元祐（1086-1093）

中，司馬康則以著作佐郎兼侍講，時朝議以為皇帝所以有此命令，乃顧念文正公司

馬光之賢能。同樣屬於以特殊緣由而命為侍講者，尚有紹興五年（1135）的范沖與

朱震，分別以宗卿、祕少兼侍講，以及乾道六年（1170）的張栻吏部員外郎兼侍講。

而中興後，庶官兼侍講者，據《宋史》所載，僅范沖、朱震、張栻三人。18
 

渡江後，尹焞以秘書兼侍講，王十朋、范成大以郎官兼侍講，亦屬於殊命。19綜

言之，南宋一代經筵講官之任聘，其發展大致如《宋史》以下所言： 

近事，侍從以上兼經筵則曰侍講，庶官則曰崇政殿說書，故左史兼亦曰侍講。

紹興十二年（1142），万俟卨、羅汝檝，並兼講讀。蓋秦梓時已兼說書，便

於傳道，秦熺復繼之。每除言路，必預經筵，檜死始罷。慶元後，臺丞、諫

長暨副端、正言、司諫以上、無不預經筵者。正言兼說書自端明巫伋始、副

端兼說書自端明余堯弼始，察官兼說書自少卿陳夔始，修注兼說書自朱震

始。修注官多得兼侍講，開禧三年（1207）十一月，王簡卿知諫院為左史，

仍兼崇政殿說書，言者以為不可，罷之。20
 

寧宗（1194-1224）時，規定講官每逢單日，須早晚進講。然如值休假，或遇大

寒大暑，則止講。而宋朝經筵講讀之內容，據朱瑞熙之研究，主要分為四大類：一

是古代經典、二是前朝史書和政書、三是本朝史書和政書、四是相關專書。其中經

書方面則不外是《尚書》、《春秋》、《毛詩》、《周禮》和《論語》、《大學》、

《孝經》等；前朝史書和政書方面則多是《前漢書》、《舊唐書》、《資治通鑑》、

《稽古錄》等，抑或進講漢唐故事；本朝史書和政書則有《三朝寶訓》和《祖宗聖

政錄》等。21主要無非是試圖藉由闡述大道的聖賢書，而來學習治國平天下的經國

偉業。至於寫詩、賦詩之類的「小道」，對帝王而言則永遠是次要的風雅，與緊要

的天下治平大業無關，故講官也會婉轉勸誡君上切勿附庸風雅地吟詩作對。例如哲

                                                 

17
 同前註，頁 3814。 

18 同前註。 

19 脫脫，〈職官二‧崇政殿說書志〉，《宋史》卷 162，頁 3815。 

20 同前註，頁 3815-3816。 

21 朱瑞熙，〈宋朝經筵制度〉，頁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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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元祐二年（1087）九月，經筵講《論語》徹章，哲宗遂出示其親書唐人詩分賜在

坐之宰臣、執政、經筵官。22當時邇英殿侍讀呂公著立即於翌日上奏曰： 

以堯舜三代為法，則四海不勞而治，將來《論語》終帙，進講《尚書》，二

書皆聖人之格言，為君之要道。臣則於其中及《孝經》內，節要語共一百段

進呈。聖人之言本無可去取，臣今惟取明白切於治道者，庶便於省覽，或遊

意筆硯之間，以備揮染，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23
 

呂公著並未直接斥責哲宗書寫唐詩有何不妥，但卻迂迴地說明《論語》、《尚

書》《孝經》等經典中的聖人格言，才是有助於為君者事半功倍地治理四海天下的

典籍，故特別從此三書中節錄出一百條段落，除方便哲宗閱覽之外，亦可提供君上

雅致興起時，運筆書寫之內容。呂公著婉轉地表達出：皇帝應閱覽之書籍，乃至其

揮毫書寫之墨跡，內容應該都要是有益於修德治道的經書之言，亦即聖人格言。呂

公著上奏此番意見的數日之後，結果就是： 

太皇太后宣諭曰：「呂相所進要語已。」令皇帝即依所奏，每日書寫看覽，

甚有益於學問，與寫詩篇不同也。24
 

關於帝王讀詩、寫詩不被鼓勵一事，南渡後高宗朝之經筵講官尹焞見高宗好看山谷

詩，便直接了當地問高宗曰： 

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此做什麼？25
 

由此可知經筵上的學習對象乃以經書為主，目的就在平治天下。其實不只讀詩、寫

詩不被鼓勵，史載仁宗曾經向在經筵歲久的丁度問及蓍龜占應之事，丁度則如下回

應道： 

卜筮雖聖人所為，要之一技而已，不若以古之治亂為監。26
 

                                                 

22
 脫脫，〈禮十六‧嘉禮四‧宴饗志〉，《宋史》卷 113，頁 2688、2694；以及宋‧朱熹、李幼武編，〈三

朝名臣言行後錄〉，《宋名臣言行錄五集》卷 8（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頁 638。 

23 朱熹、李幼武編，〈三朝名臣言行後錄‧呂公著〉，《宋名臣言行錄五集》卷 8，頁 638-639。 

24 同前註，頁 639。 

25 朱熹、李幼武編，〈皇朝名臣言行外錄‧尹焞〉，《宋名臣言行錄五集》卷 9，頁 1975。 

26 脫脫，〈丁度傳〉，《宋史》卷 290，頁 9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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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人主與其訴諸未知的鬼神之力以求興邦，未若求諸史籍，以前朝故事為執

政之借鑒。 

又神宗元豐元年（1078）命崇政殿說書陸佃於進講前一日供進講義，此後成為

慣例，經筵官在進講前，一般須於經筵前一日備寫完畢進呈講義27，此稱之為「經

筵講義」。然講官也不能只是援引前代之經書注疏，而無其個人之發明28，乃至徒

具才氣，但卻無學術涵養者，基本上也無資格入經筵。29而據筆者查閱《宋史》，

明載經筵講師中著有所謂「經筵講義」或「經筵故事」者，便有劉爚《經筵故事》30、

杜範《經筵講義》三卷31、牟子才《經筵講義口義》32、黃疇若《經筵故事》33、陳

宗禮《寄懷斐經筵講義》34、洪天錫《經筵講義》35、真德秀《西山甲乙經筵講義》

36、葉味道《大學講義》、《經筵口奏》、《故事講義》等37，惟今多未存。蓋南宋

一代，所謂講義之作，大為盛行。其中解經者，如袁燮《毛詩講義》之類；其論史

者，如曹彥約《經握管見》之類，皆彼等於經筵上所陳述之講解內容。故由此亦可

推知：宋代朝廷定期的經筵講讀制度，相當程度帶動了經筵講義類著述的編修與流

傳。 

而有宋一代，曾為太子賓客、太子舍人、太子少傅、太子詹事、翰林侍講、侍

讀學士、皇子侍講、王府侍讀、王府侍講等職之宋儒，據《宋史》所載就有百人以

                                                 

27
 宋‧王應麟，〈帝學〉，《玉海》卷 26（臺北：華文書局，1967），頁 558。 

28 例如仁宗朝之經筵講官楊安國，前後居經筵二十七年，因喜好緯書，不僅尊緯書與注疏中所引緯書

如經書，進講時亦無有己意之發明，而且「一以注疏為主，無他發明，引喻鄙俚，世或傳以為笑。」

詳參脫脫，〈楊安國傳〉，《宋史》卷 294，頁 9828。 

29 例如夏竦之子夏安期，便是有才無學而不得入經筵之例。史載：「安期雖乘世資，頗以才自厲，朝

廷數器使之，然無學術，而求入侍經筵，為世所譏。」詳參脫脫，〈夏竦／子安期傳〉，《宋史》卷

283，頁 9578。 

30 脫脫，〈劉爚傳〉，《宋史》卷 401，頁 12173。 

31 脫脫，〈杜範傳〉，《宋史》卷 407，頁 12289。 

32 脫脫，〈牟子才傳〉，《宋史》卷 411，頁 12361。 

33 脫脫，〈黃若疇傳〉，《宋史》卷 415，頁 12450。 

34 脫脫，〈陳宗禮傳〉，《宋史》卷 421，頁 12595。  

35 脫脫，〈洪天錫傳〉，《宋史》卷 424，頁 12657。 

36 脫脫，〈真德秀傳〉，《宋史》卷 437，頁 12964。 

37 脫脫，〈葉味道傳〉，《宋史》卷 438，頁 12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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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為了營造一個群賢環繞的，從皇儲到帝王一貫延續的所謂廣義的經筵學習氛

圍，這些帝王身邊的君師，基本上必需是經明行修、學德兼備之儒學文臣38。也必

須是足以教導太子、帝王德操，並以其自身為典範而來參與太子、帝王人格之養成

與發展的品格導師。 

本文針對宋代之《論語》經筵講義，擬就《四庫全書》〈集部〉所收楊時、程

俱、王十朋、袁甫、劉克莊、徐元杰等六人之《論語》經筵講義為主要研究對象，

試圖探究經筵講官各有何進講風格？此風格與其所進講之《論語》講義內容之間有

無關聯？又彼等所講授之《論語》經筵講義，其內容思想或主張多聚焦於哪些共通

議題？試圖以之形塑何種帝王人格？達成何種政治效用？又實際對太子、諸王等皇

子產生何種教育功效？凸顯出帝王教育存在著哪些問題？進而剖析經筵講義之解經

法所具有的特色、經筵教育的特點，以及宋代《論語》經筵講義所具有的時代思想

意涵。希望藉之釐清宋代經學教育中，《論語》作為帝王教科書的具體形貌為何。 

二、各《論語》經筵講官所講篇章、內容與進講方式 

前述楊時、程俱、王十朋、袁甫、劉克莊、徐元杰等六位《四庫全書》所收《論

語》經筵講官之進講內容，其所選之進講篇章不盡相同，而重覆之篇章並不多，重

覆者有：1.楊時：巧言令色章（出於〈學而〉篇）與劉克莊：第六則之言巧言令色

（出於〈陽貨〉篇）；2.楊時：不患人之不己知章與王十朋：〈學而〉第一之第一

則。其他之進講篇章，各講官之間並無重覆；但有時在進講《論語》某篇章時，因

為必須援引《論語》其他篇章來作解釋，故也會造成諸如：其雖非講官所選講之篇

章，但在進講內容中，由於講官需要援他章以證，遂導致所援以說明之章節，不約

                                                 

38
 例如宋真宗曾告輔臣要選擇「經明行修」之學官或專經之士為其說經，詳見李燾，〈咸平元年（998）

正月丁丑條〉，《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3，頁 562。又古代官職中之儒臣、詞臣、科臣等專稱，皆專

指一定出身起家，專有一定職掌之人，然有鑒於近來論者多視經筵之主講官、侍講官與侍讀官為「儒

臣」，故本文以下亦以「儒臣」稱此類儒學文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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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地，亦與其他講官所援以說明之章節相同。如王十朋的進講中有一則出自〈為

政〉篇第二章的〈為政以德〉，而徐元杰於其所進第二則講義中，在援引朱熹之說

法以解〈學而〉篇所以置於篇首之理由時，也是用了北辰之義來解釋為政必先以德。 

大體而言，此六位講官們自《論語》中所選取出來進講的篇章，主要以〈學而〉

篇為多，如楊時所進講者共九則，皆取自〈學而〉篇；王十朋所進講者中有兩則、

徐元杰有一則亦是出自〈學而〉篇。另外，關於其他進講篇章之中，程俱主要集中

在講〈雍也〉篇，共講有六則；袁甫主要以〈顏淵〉篇為主，共講了六則；劉克莊

則以〈陽貨〉篇為主，再加講一則〈微子‧微子去之〉章，共講了十則；徐元杰之

講義，除一則出於〈學而〉篇，其餘九則皆出於〈為政〉篇；王十朋之三則講義，

除前述兩則出自〈學而〉篇者，另一則出於〈為政〉篇。 

然各講官之風格亦各有特色。例如楊時之講解多有己見在其中，並有勸誡人君

應當以君子為楷模，不應逆道而行之意味。所選篇章以〈學而〉篇為主，注重個人

德行，講解時則衍申至君王應具備何種德行，並屢引《詩經》、《尚書》輔助說明。

程俱則以解釋篇章之意義為主，常舉正反兩面之例證，隱約可看出其試圖論及君王

為政之道，但並未特別指出或加以討論。所講內容也一樣著重在德行部分，但主要

還是在解釋篇章本身，且最後結尾的部份常流於個人感慨，以委婉的方式，希望君

王能夠引以為鑑，而不若楊時語氣直接。而王十朋完全著重在解釋《論語》原文本

身之意涵，比較沒有其他延伸、勸誡的部份。由此似乎也可看出講師對於「皇帝」

這一學生的戒慎恐懼。然王十朋所謂：「為政以德，是帝王仁義之學，非修德於為

政之時」的這一看法，則頗有其獨特之見地。 

袁甫則多先解釋原文之意涵，然後再援引時事加以申論，同時亦會解釋之所以

如此之原因所在，以及身為君王所以必須更應謹慎之理由何在。袁甫所進講之內容

中，有兩點非常具有個人特色。一是其主張君上應該培養「剛德」；二是其主張人

君要破除自我身體之執著、囿限，無「我」這一私累，方能與宇宙萬物無間隔，動

靜皆能合乎禮。劉克莊之進講風格，主要也是在解釋原文本身之意涵，但屢引朱子、

程子之《論語》闡釋為證，最終則以先儒或其自己對此篇章的評論做結。而徐元杰

之講義並沒有明確指出其所講論之《論語》篇章為何，在講解經義時，也與劉克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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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多援引程子、朱熹之說來輔助說明，其講義與其他五位講官最大的差異就在

於：其所選篇章有四章是以論「孝」為主。而從劉克莊、徐元杰引用程子、朱熹之

註解一事看來，頗有所謂：藉由引用權威，有助於避免觸犯龍顏的意味在其中。 

另外在進講方式方面，楊時先標明篇章，如：「巧言令色章」。後再接解釋；

程俱則標明引用之文句出於《論語》哪一篇，如：「雍也第六」。並引述其所講之

整則經文原文，再加以闡述；王十朋同於程俱，但在闡釋經義之前，首先釋《論語》

書名之來源及意義，繼而標出其所講釋之文句是出於《論語》哪一篇，如：「學而

第一」。並引用整句經文原文，如：「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

共之。」而後再加以說明之；袁甫則直接引用整句原文，如：「子曰：君子成人之

美，不成人之惡。」而後再加以說明之，但並未標明其出於《論語》何篇；而劉克

莊則同於袁甫，直接引用原文而不標明其出於何篇章，而於原文之後直接闡述其義；

徐元杰則是在講義之前，先闡釋《論語》之價值，再表述自己戒慎恐懼、竭力而為

的心情，然後直接闡釋經義，而對於其所闡其所釋文句為何？出於哪一篇章？等等，

並不直接援用之，例如：「臣聞先儒朱熹曰：〈學而〉為書之首篇，所記多務本之

意……。」 

據上所述，《論語》經筵講官在進講時，並無一制式進講方法，端看講官自身

安排。而關於其講解之內容，六位講官基本上教導目的皆著眼於增崇聖德，細部內

容則分別說明為學之重要、德行須涵養、身心宜修養，並強調仁心之重要。然就彼

等講義之表面字義看來，除楊時講解多有己見在其中，並有勸誡人君應當以君子為

楷模，直言人君不應逆道而行之意味外，其他學者相較於楊時，則多以解釋《論語》

原文之意義為主，其中或有如程俱一樣，藉古喻今以諷喻君上者，然皆未若楊時直

接警言人君應有何戒慎警惕。 

雖然各講官之講義風格有所差異，然誠如前文所述，彼等所欲達成之教育目的，

無非在增崇聖德，涵化帝王之道德人格修養。而筆者在閱讀此六位講官所進講之《論

語》講義內容後，可清楚看出其共同之教育目標乃在「養君德」，故其帝王教育之

共同訴求乃在「正君心」、「格君心之非」，故有四大主張：為學志道、修身進德、

遠佞近賢、輕利寡欲。下文將就此四大教育主張，分項討論經筵講官所欲形塑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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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人格，以及其所欲輔弼的君德具體為何？ 

三、《論語》與君德：為學志道、修身進德、 

輕利寡欲、遠佞近賢 

歷代大多數經筵講義之內容，開頭多先宣揚帝王之英明、偉業與聖政，繼而在

講解經義時，或弘揚名臣賢士之嘉言善行，或旁及當下國家社會之現實處境與急待

解決之時政問題，兼亦涉論朝政人事與文化學術等各方面，而無論是哪一層面，均

具有極為强烈的現實功能性。《四庫全書》所收宋代各家經筵講官之《論語》進講

內容，雖然各講官之講義風格有所差異，然誠如前文所述，彼等所欲形塑之帝王人

格，亦有其共通之處，故主旨皆聚焦在所謂：為學志道、修身進德、輕利寡欲、遠

佞近賢、等四大君德的養成。下文將分別就此六位講官所提出的此四大帝王教育之

共同主要目標，分項討論經筵講官所欲形塑的帝王人格，以及其所欲輔弼的君德具

體為何？ 

（一）為學志道 

關於《論語》一書之特色，《四庫全書總目》有言：「故《論語》始於言學，

終於堯、舜、湯、武之政，尊美屏惡之訓。」39換言之，《論語》作為帝王教育之

教科書，其若有可能達到堯舜治世，則其前提必須自學始。其實，漢朝以還的御前

侍講與經筵講義，無非也是意識到「學」乃是「政」的預備工作，或者說是準備階

段，甚至是君王執政後，日夕觀省、參考鑑戒、日新聖德，與成就至德大業、永保

天下的憑藉工具，故儒臣屢向帝王強調「學」的重要性，並提倡君王宜尊師傅講論

經義。張昭就曾如下說道： 

                                                 

39
 清‧紀昀等編，〈經部‧四書類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3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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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岳不讓其撮土，所以成其高；王者不倦昌言，所以成其聖。歷觀前代，乃

至近朝，遍閱聖君，無不好學。故楚靈王軍中決勝，不忘倚相之書；漢高帝

馬上爭衡，猶聽陸生之說。遂得宸謀益治，宗社延長。……古者或立儒官，

或開文館，旁求巖穴之士，延納草澤之才。雖有前規，伏恐未暇。況國家設

官分職，選賢任能。有輔弼講其國經，有師傅啟其言路。可以談天人之際，

可以陳理亂之繇。但能屬耳于典謨，何必服膺于卷軸？伏望陛下聽政之餘，

數召近臣，討論經義。所冀熟三綱五常之要，窮九疇八政之源。40
 

正因為研讀、討論經義作為一種「學」的重要途徑，其攸關的是歷代帝王能否成德

進業、治國保天下，故經筵講官們也屢於經筵上反覆陳述「學」對於君王的重要性，

此一現象在宋代《論語》經筵講官身上亦無例外。王十朋便如下說道： 

古之學者為己，非止乎為己也。學既足乎己，行其所學，斯可以為人。故先

之以學，次之以為政。學與政非二物，故所學者如何爾。學帝王仁義之術，

則為德政；學霸者刑名之術，則為刑政。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一也。為政

以德，是帝王仁義之學也，非修德於為政之時，行所學於為政之時耳。正其

身，而天下自歸，譬之北辰。北辰嘗居其所而眾星咸拱，人君以德為政，無

為而治，而天下共尊。古之人有行之者，堯、舜、禹、湯、文、武是也。41 

劉克莊則向君上明言道：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的前代君王，就如徐偃王以仁

失國。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就如周穆王不足以知祈招之詩。好信不好學，其蔽

也賊，就如宋襄公不重傷、不禽二毛以至於敗。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就如齊宣

王自狀其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者是也。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就如楚靈王能

問鼎而不能捄乾溪之敗。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就如夷吾以愎諫敗，主父以胡服

死。仁、知、信、直、勇、剛皆屬於美德，上自人君，下至士君子之所當好；然不

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學所以去其蔽也。42顯然，在劉克莊看來，歷朝昏敗之

                                                 

40
 宋‧張昭，〈請尊師傅講論經義疏〉，曾棗莊、劉琳編，《全宋文》卷 9（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

頁 207。 

41 宋‧王十朋，〈小學講論語〉，《梅溪後集》卷 27（臺北：藝文印書館，1959，《欽定四庫全書》），頁

34-35。 

42 詳見宋‧劉克莊，《論語講義》，《後村先生大全集》卷 84（臺北：藝文印書館，1959，《欽定四庫全

書》），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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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所以陷於愚、蕩、賊、絞、亂、狂的地步，皆導因於「不學」，故導致治國「無

術」。 

徐元杰更進一步指出：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求於心者，合下必自源頭理會。魯論言出心

字，只有三處，然句句字字無往而非求心。臣嘗日夜反覆求孔門所以問答之

根據，不但稍可以知聖人心法之傳，至於古帝王相傳為學切要處，亦因是可

以推尋。蓋求道莫切於求心，求心莫切於求仁，仁為心之全德。故曰：仁人，

心也，合而言之，道也。43 

據徐元杰上述的說法，則帝王為學的進路，就在藉由求放心、全德、成仁等次第，

而達到契入聖域、道域這一終極目標。徐元杰並且說道： 

（學而篇）十六章之旨，無非學者之事。學者求為君子，君子則求在我者也。

合首章與末章而觀，即所謂：「人不知而不慍」，參諸患不知人之旨，則學

之貴於自知，可以觀聖門之氣象矣。44
 

也就是說為學的遠大目標雖然是在契入聖域、合於正道，但任何偉大的目標還是得

從反求諸己出發，方有其可能性。換言之，即便帝王試圖以德化萬民來取代嚴刑峻

法，但更應該將其自身視為必須被克服的最大對象。因為帝王既然為天下萬民所瞻

仰、仿效之對象，則其自身端正與否，正是維繫邦國興亡、天下治亂的關鍵。故徐

元杰如下說道： 

政刑乃為治之具，固不可一日弛。然治之大本，有不止是，苟恃其具而不探

其本，則無以格民心、善民俗，徒有苟免刑罰之意，而未必有愧恥改過之心。

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實未嘗忘也。……人主之治天下，使民有懼心，

不若使民有愧心，驅之而後從，不若化之而不忍犯。蓋德著於躬行踐履，所

以率先乎民者也。……人主端本於深宮隱微之間，表正於四方遠近之眾，即

《大學》所謂明明德於天下，必先之以治國齊家，本之以修身正心，其道則

愈反而愈約。故推之化天下，自有愈用愈博者存斯民。……朱熹曰：「政者

                                                 

43
 宋‧徐元杰，《經筵講義》，《楳埜集》卷 1（臺北：藝文印書館，1959，《欽定四庫全書》），頁 1。 

44 同前註，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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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45
 

若如是，則如何使帝王正心修身，成就君德，乃成經筵教育的首要之務。 

（二）修身進德 

正因為帝王一身攸關邦國興亡、天下治亂，故政治的根本就在帝王如何修身進

德，而此事也就成為經筵講官教育帝王的重責大任。程頤就明言： 

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薰陶性質，古所謂承弼厥

辟，出入起居者焉，宜朝夕納誨，以輔上德。46
 

既然講官之職責是在藉由講讀經典以達到輔弼君德的功效，則在進講的過程中，講

官常常必須透過經書來傳遞修身進德之重要，例如袁甫在進講《論語》時，所進講

之篇章所以全選自〈顏淵〉篇，顯然就是意識到孔門四科乃以德行為先，而孔門弟

子中，德行超乎聖門高流之上的，就推默而識之的顏回。至於帝王在聽講時，潛移

默化之中，其究竟必須涵養何種德行，講官不僅要明確教導之，同時也要具體指出

歷朝聖王之典範，這也是為何在經書進講之外，儒臣講官所以屢進漢唐故事，其原

因無非試圖收見賢思齊之效。47
 

而宋代《論語》經筵講官於經筵上試圖形塑的具體君德，主要強調修身首重孝

德的養成，其中王十朋說道： 

於《論語》，善事親為孝，善事兄為弟，孝弟者閨門之懿，百行之先也。事

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擴而充之，至於格上下、通

神明、準四海，未有不本於此者。堯舜古之盛帝，其道至大也。孟子稱之曰：

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不止於孝弟，然其所以巍巍蕩蕩，後世莫及者，蓋

                                                 

45
 同前註，頁 4-5。 

46 宋‧程頤，〈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元祐元年四月〉，《全宋文》卷 1751，頁 227。 

47 宋代經筵講官之一文彥博，嘗進漢唐故事十一則，理由在於：「臣近者竊聞聖旨，令經筵官間日進

漢唐故事各一件，以備御覽，有以見聖德稽古求理之切。臣忝預經筵，固當粗有裨補，輒亦於漢唐

史中節錄得數事，繕寫進呈，伏望聖慈采覽。」（頁 264）所進故事詳見宋‧文彥博，〈進漢唐故事

奏〉，《全宋文》卷 649，頁 264-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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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以孝弟擴而充之也。48
 

楊時也以舜帝為典範，強調人因為生命流轉、時空變遷，故不能終身慕父母，然人

卻可以慎終追遠以至終身不忘，終身慕之，舜帝就是因為慕妻、慕君、慕父母，惟

順父母足以解憂，更敬仰其先人，也就是因為舜帝具備此孝順德行，而使其臣民道

德歸於淳厚。楊時認為舜所以足以為天下、後世取法者，莫過於其孺慕、孝順、敬

仰雙親先人的德行，此乃人君所應學習取法的道德。49
 

徐元杰則在九則的《論語》進講中，舉出孟懿子問孝、孟武伯問孝、子游問孝、

子夏問孝四章，以「孝」德作為與顏淵「仁」德的對照組，強調： 

欲求孝者，要必合四章而並觀，反吾身而密察聖人之所以告四子者，斯能備

其道於一身。50
 

然而「孝」為何與「仁」並舉以對照？我們或許可以說：「孝」如果是皇室宗親內

部上下關係的安定劑，「仁」則是君臣、君民上下關係的安定劑。其皆使封建社會

中的上下秩序，可以藉由人自主的道德發露而來達成一種基於良善人性的關係和

諧；而不是藉由法令條文的外在約束而被迫遵守某種人為規範的關係。在此可以看

出相信人性良善，並基於此價值信仰所發展出的「德」之自我涵養、要求，「禮」

之自我行為約束、規範，始終超越以「刑」、「法」來制裁人之行為的儒家主流價

值。 

據上所述，人君所以必須涵養孝順之德，乃因擴充之可收化民歸厚這一風行草

偃的治民效用，而且欲發揮此化歸之效，則帝王必須要能以所謂：不違逆父母、不

遺憂於父母、能衷心誠摯敬養事親、直義而有溫潤之色的態度，涵養其周到全面的

孝德。而「孝」作為君德之一，筆者以為其除了是百善之先以外，「孝」作為帝王

教育之一環，若從政治鬥爭始終存在於皇室家族內部的現實處境來看，與其說帝王

所以須要盡「孝」，是因為「孝」這一德目可建構出穩定的家庭倫理秩序，毋寧說

                                                 

48
 同註 41，頁 33。 

49 詳參宋‧楊時，《經筵講義‧論語》，《龜山集》卷 5（臺北：藝文印書館，1959，《欽定四庫全書》），

頁 4-5。 

50 同註 43，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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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也具備了穩定皇室宗親內部之權力爭奪關係的效能在其中。 

誠如上述所謂「孝」德常與「仁」德並舉，故除了不斷重申君上必須涵養孝德

之外，講官們也屢向人君耳提面命其必須存仁心、戒殺心，以養其聖王仁德。袁甫

說明道： 

聖門所謂文者，非詞華之謂也。夫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玆乎」，顏淵

曰：「博我以文」，所謂文者，即道也。彝倫之懿，粲然相接者，皆文也。

三千三百待人以行者，皆文也。……既曰文而又曰仁，同乎？異乎？曰：文

者所以著見，而仁者其根本，名異而實同也。會之以文，蓋所以輔吾之仁也。

聖人切切於求仁，造次顛沛，未嘗暫舍，終食之間，未嘗或違。……修明師

友講習之學，豈非人主之急務哉。51
 

袁甫此話，似乎也說明了講官所進講的經書史籍，都在闡發這一「彝倫之懿」的「文」，

同時也是在涵養「文」之本的「仁」。然由於「仁」一字包含眾德於其中，落實到

實際的執政層次而論，當有其具體作為。故袁甫主張人主的「仁」德展現，就在其

必須如同「孝」德的發揮一般，當行風行草偃之德，以收化民之效，即便是對無道

之人。其言： 

無道為有道之害，不加誅殺則害不除、政不肅，是固然也。然良心善性，人

人固有，導之以仁義，齊之以禮樂，自可使之遷善遠罪，而又何以殺？為《易》

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體天地好生之大德，以父母斯民，欲善而民善，

以德而感德，真如風行草偃之易。苟至於是，則吾與斯人並生並育於覆載之

間。此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功也，而無所事乎殺矣。蓋生固德也。而刑亦德

也。孟子所謂：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季康子識不足以及此，乃先萌

一殺心，其與天地好生之德大悖矣。此孔子所以深排而力戒之。52
 

亦即，好生之德堪稱是人君導民以仁義、齊民以禮樂的基礎，也是人君對天下子民

展現其「仁」心的前提要件。換言之，欲收化民之效，「生德」勝於「刑德」，而

且好生之德的發揮，不僅合於聖人孔子之道，亦可參天地之大德。此點恰與上文主

                                                 

51
 宋‧袁甫，《經筵講義》，《蒙齋集》卷 1（臺北：藝文印書館，1959，《欽定四庫全書》），頁 6-7。 

52 同前註，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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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孝」與「仁」的這種所謂：藉由人自主的道德發露而來達成一種基於相信人性

良善的和諧人際關係；而不是從開頭就有疑人性而試圖藉由法令條文的外在約束，

以規範人們行為的思維相呼應。 

綜言之，為學志道、修身進德乃是帝王要自我高尚其志，廣其格局。然而學識

的培養與道德的涵養，終究要落實到執政的實踐層面上來。故宋代《論語》經筵講

官多從所謂輕利寡欲、遠佞近賢兩方面來勸導人君。這就如同在經筵上講官雖然都

以三代聖王來作為人君的典範，但作為人君落實到政治現實實踐層次上的學習對

象，講官所標舉的學習典範則多是漢唐兩朝盛世的明主。以是，元祐初年間

（1086-1093）朝廷也頒布聖旨，令經筵講官間日，又或者於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各

一件，以備御覽。53換言之，經筵講官的帝王教育方策，在典範的例舉、理想的追

尋與現實施行這兩個層次之間，其實存在著某種必然性的落差。 

（三）輕利寡欲 

蓋人君若要以其自身為最大對象，則其必須面對另一個執政的主要課題，那就

是人主應該要去除其一己之私欲，以免妨礙公務、公益。楊時如下言道： 

夫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非志於道者不能也。古之聖人以天下為心，其於居

食之際，非徒若是而已。食而飽必思天下之有未飽者；居而安必思天下之有

未安者。當禹之時，烝民未粒，故菲飲食雖欲求飽，有未暇也。民未得平土

而居，故卑宮室，過門不入。雖欲求安，有不可得也。聖人之以天下為心者

蓋如此，後之為天下者可不監之哉。54 

亦即，只有當人主能去除一己之私利，方可以天下蒼生為念。惟其能人飢己飢，人

溺己溺，故能不遠仁道。針對此點，袁甫則提出更徹底的解決之道，亦即人君必須

破除我執，乃至去我化，方能去人我之別，視民如己，進而與天地萬物融合無間。

其言： 

                                                 

53
 據《宋史》所載，元祐初年蘇頌遷吏部兼侍讀，上奏曰：「國朝典章，沿襲唐舊，乞詔史官采新、

舊唐書中君臣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脫脫，〈蘇頌傳〉，《宋史》卷 340，頁 10866）又如

前述，文彥博於元祐二年（1087）便進呈了十一則漢唐故事。 

54 同註 49，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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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與天地萬物本無隔也，而認八尺之軀為己，則與天地萬物始隔矣。故惟克

己則洞然大公，不見有己矣。……克己何以能復禮？曰禮者周流貫通乎天地

萬物之間，無體、無方、無不周徧，人惟認八尺之軀為己，於是去禮始遠。

苟不認己為己，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禮也。吾亦天地萬物中一物耳，

無往非禮而何有於己哉。故不克己則禮失，既克己則禮復。55
 

袁甫此番言論，堪稱試圖徹底地將人君之私我完全去除。而這一去除人君一己

之私欲的主張，自然也往勸誡人君戒除華奢的這一教誨方向發展。而關於人君之生

活習慣乃至習性的養成，當然也不會是在皇子們當上皇帝後才來訓練培養之，此即

前文王十朋所謂的：「非修德於為政之時」。因此講官們在教導皇子時就要戒除其

諸如豪奢、浮華等惡習一事，由英宗時期曾經擔任過吳王宮教授的吳充，因為痛心

皇子們奢侈、浮躁又輕慢所提出的《六箴》中，第六條即為「崇儉」這點，亦可獲

得證明。56而身為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之講官的呂公著，其於英宗治平元年（1064）

四月所進講的《論語‧子之所慎齋戰疾》之講義內容，亦提醒英宗從身心兩方自我

克制一己之情欲，謹慎自愛。呂公著言： 

有天下者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其於齋戒祭祀，必致誠盡恭，不可不謹。

古之人君，一怒則伏尸流血，故於興師不可不謹。至於人之疾病，常在乎飲

食起居之間，眾人所忽，聖人所謹。況於人君，任大守重，故當節嗜欲，遠

聲色，近醫藥，為宗社自愛，不可不謹。57
 

呂公著提出了人君一己之身心，並非僅屬於其個人所擁有，而是公共領域的一部分。

其藉由個人身心之修養，使得情欲之發展有其節度，目的就在確保人君之政治道德

實踐，亦即國家之長治久安可以獲得保障。 

袁甫並且主張只有當人君從物欲、混沌的世界中勇敢並堅決地自我提昇、超脫

出來，其才有可能與天地萬物融為一體而無有一毫間隔。值此之際，人君才有可能

視民如己。如此一來，天下蒼生的問題也就成了人君的切身問題，人君的仁心才能

涵蓋天下蒼生，天下也才能處於一種共生同濟的溫暖關係，亦即處於人君的仁心為

                                                 

55
 同註 51，頁 7。 

56 詳參脫脫，〈英宗趙曙本紀〉，《宋史》卷 13，頁 253。 

57 呂公著，〈論語講義二 治平元年四月〉，《全宋文》卷 1092，頁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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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之中。袁甫如下說道： 

又發明之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玩一日字，正所謂朝聞道也。正

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凡人昏昏於物欲之中，如醉如夢，一日勇決無牽制、

無拘滯、無二三，此身與天地萬物了無阻隔，人即己也，己即人也，天地萬

物皆非形軀之所能間也。故曰天下歸仁焉。言天下皆在吾仁之內也。58
 

相對於楊時、袁甫，劉克莊在進講《論語》時，則是舉出前代帝王因趨利而衰敗的

實例以教化人君，使君上引以為鑑。其言： 

臣於此章（〈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章）見周衰，為政者稍已趨於功利，

夫子厭之，故一聞弦歌之聲，莞爾而笑。……君子小人雖異，皆不可以不學

道，小邑與治天下雖異，皆不可以不尚禮樂教化。……無計功謀利之心，則

愛人矣。59
 

我們在此須注意的是：劉克莊提出所謂：「無計功謀利之心」的「愛」民條件，主

張人君要涵養一顆真心誠意，付出一種無算計、不求回報的「愛」民真情義。亦即

仁君／人君並不是為了滿足自我成就感，或是為了成就一番豐功偉業這一企圖下來

「展示」其愛民。由此我們或許可以說：劉克莊試圖努力涵養的君德，乃是人君要

對其子民具體付出無私真摯的、無自他分別的「大愛」。 

而除了必須限縮自身之私欲，人君更不可為了遂一己之私欲而勞民傷財。故講

官也勸告人君要能薄徭賦、輕斂，使民休養生息。或許就是因為這一理由，所以程

俱在進講《論語》時，首先舉出的篇章就是〈雍也‧子華使於齊〉章，用以說明人

君不僅不可厚斂於民，亦應明察秋毫，不可縱容貪殘官吏魚肉百姓。60程俱在此藉

由規勸人君寡其私欲，同時道出官僚體系可能如何欺上瞞下以遂逞其私欲，提醒人

君關注此政治體制結構內部，有關「人」的問題。其實，經筵講官也特別關注人君

周遭的人際問題，亦即，人君與「賢士」、「奸佞」之間的親疏遠近關係如何？ 

                                                 

58
 同註 51，頁 8。 

59 同註 42，頁 15-16。 

60 詳參宋‧程俱，《進講》，《北山集》卷 29（臺北：藝文印書館，1959，《欽定四庫全書》），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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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遠佞近賢 

輔弼君德的講官們非常清楚環境，人際環境對人君有著特別深遠的影響。一個

為學志道、修身進德、輕利寡欲的人君，設若其不能遠佞進賢，則君德難免朝夕不

保。誠如理宗朝的經筵講官包恢，其歷仕所至，破豪猾、去姦吏、治蠱獄、課盆鹽、

理銀欠，政聲赫然。其曾於輪對時如下對言道： 

臣心惻隱所以深切為陛下告者，陛下惻隱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之者曰

近習、曰外戚耳。61
 

正因人君容易被環繞其身旁的「近習」與「外戚」所影響，所以講官們總是諄諄教

誨人君要勿陷讒諂，不為巧言令色、狡詐之人所迷惑。楊時說道： 

讒人之言常巧矣。故能變亂是非之實，中傷善類，以蔽惑人主之聽，不可不

察。62
 

劉克莊更明白直指奸臣佞人，不僅會混淆視聽、陷害忠良，更足以亡國。其言： 

（巧言、令色）皆人偽也，其去天理遠矣，故曰鮮矣仁。天下有正色，有正

聲，然紫能奪朱，鄭能亂樂；天下有正理，然利口者，能使是、非；賢、不

肖易位，故聖人深惡之。……若人也其始止欲順悅人主之意，而其終乃至於

傾覆人之國家，三孺之於齊；趙高之於秦；江充李訓之於漢唐；虞世基、裴

矩之於隋，是也。63
 

而除了偽善奸佞之人外，對於有口辯之才如子貢者，劉克莊亦抱持負面評價。

其言： 

顏子止受用一仁字，曾子止受用一孝字，而為大賢。子貢躬行不足，口辯有

餘，徒以言語求夫子，其在孔門雖有可與言詩之褒，然不能免方人之誚，安

於資質之偏，而不以顏曾自勉。64
 

                                                 

61
 脫脫，〈包恢傳〉，《宋史》卷 421，頁 12593。 

62 同註 49，頁 4。 

63 同註 42，頁 19-20。 

64 同前註，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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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為劉克莊此話自有微言大義在其中。誠如針對子貢所謂：「我之不欲人之加

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論語‧公冶長》）的自勉，孔子則指正子貢說：「賜

也，非爾所及也。」筆者以為孔子所以如此答覆子貢，乃因孔子從子貢身上意識到：

人即使在心理情感上覺得可貴，並在理性上認同理解倫理道德的必要，但並不等於

其道德實踐獲致必然的保障。劉克莊的此番進講，迂迴地提醒人君應以子貢為借鑒，

恥其不殆躬行，莫只是停留在經筵上「論」道德，卻無法付諸道德「實踐」。 

劉克莊甚至將小人與女子並舉，提醒人君要謹慎與之相處。劉克莊認為朱子所

謂：「君子之於臣妾，莊以蒞之，慈以蓄之，則無二者之患」65的作法，乃是人君

對待小人以及與女性相處的最好方式。66在此引人注意的是：相較於其他講官，劉

克莊還注意到「近習」與「外戚」之外，環繞在人君身側的后妃侍妾等女性，設若

人君無法以一種莊重有節度的家族關愛來對應之，則皇宮內院的男女關係，將會因

為爭寵、恃寵、失寵等複雜人際關係的流轉與改變，而衍生紛擾爭端，不僅會危害

「君德」，甚至可能威脅「君權」。 

有鑑於此，經筵講官們因而主張人君應該要納諫言、近賢臣。別因為巧言順耳、

惑心而誤信讒人便佞之士之言，而以之為心腹。程俱因而如下說道： 

伏節死義、犯顏逆耳之事，常在愚憨樸魯之人，而諛悅嗜利之徒，常出于疏

通警敏之士。67 

由此看來，經筵講官所面臨的教育難題，並非僅止於帝王一人，其輔弼君德過程中

最大的障礙，或恐就是人君身邊的姦佞人臣與后妃侍妾。亦曾擔任經筵講官的程頤

就深刻體會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程頤言：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

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

之道固已疏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臣以為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

                                                 

65
 宋‧朱熹，〈陽貨‧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論語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6，《四書章句

集注》），頁 255。 

66 同註 42，頁 21。 

67 同註 60，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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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節嗜好之過；保其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

右扶侍祗應宮人內臣，并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

樸，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

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

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 

[貼黃]今不設保傅之官，傅德義、保身體之責皆在經筵，皇帝在宮中語言動

作衣服飲食，皆當使經筵官知之。68
 

程頤提出此一建議，證明其觀察到：經筵講官若試圖保傅君德，則其必須參與皇帝

的生活整體，從生活全面的各項習慣著手，調整皇帝之身心人格發展，方能確實涵

養其君德、形塑其聖賢人格。換言之，講官必須參與帝王的人格形塑、品格養成過

程。若如是，則講官當然必須掌握帝王的生活全貌，包括其各種生活習慣與細節，

乃至其與侍讀、侍講之間的言行互動，如果能詳實記錄之，則應有助於講官指導、

修正帝王之言動。故孝宗朝，起居舍人洪邁就曾如下建議道： 

起居注皆據諸處關報，始加修纂，雖有日曆、時政記，亦莫得書。景祐故事，

有邇英、延義二閣注記，凡經筵侍臣出處，封章進對，宴會賜予，皆用存記。

十年間稍廢不續，陛下言動皆罔聞知，恐非命侍本意。乞令講讀官自今各以

日得聖語關送修注官，令講筵所牒報，使謹錄之，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

69
 

而經筵教育所試圖形塑的君德，其終極目標就在培養一位人臣、子民皆可由衷

凜然以對的「四海綱常之主」70，所以理想上講官本須恪盡職責，忠亮直言，反復

規正君王。亦即一位學養、才德兼備的經筵講官，其個人學識與道德的完善，設若

無法對人君以及一國之政治發揮實際影響，實踐政治道德功效，則其經筵教育終歸

失敗。相同地，因為君王必須治理萬民、統領四海天下，因此經筵教育也不能只停

留在帝王一己之個人道德的涵養，此個人道德也同樣必須達成政治道德功效的落

                                                 

68
 程頤，〈論經筵第二劄子〉，《全宋文》卷 1751，頁 224-225。 

69 脫脫，〈洪皓／子邁傳〉，《宋史》卷 373，頁 11571。 

70 語出徐元杰勸戒仁宗勿輕率出命，起復丁父憂之丞相史嵩之，宜愛惜民彝，以免有違禮制之常。詳

見脫脫，〈徐元杰傳〉，《宋史》卷 424，頁 12661。 



金培懿：作為帝王教科書的《論語》─宋代《論語》經筵講義探析 

 

 87 

實，亦即平治天下，達到長治久安，乃至四海昇平。誠如後文所述，理宗也曾悅納

經筵講官包恢之直言諫議，然終因理宗縱慾並疏於政事，導致賈似道專擅，史家因

而論贊曰： 

可惜哉！由其中年嗜慾既多，怠於政事，權移奸臣，經筵性命之講，徒資虛

談，固無益也。71
 

由此可知，講官在經筵上若徒論玄虛、蹈空之性命道德，實際上卻無法具體使人君

節私欲、遠佞臣，落實其教喻以導正人君之人格，並使人君之國家治理可以達到海

內晏安，則經筵講官也就形同無法達成其教育功效。換言之，經筵講義之講論經義，

其目的既不在追求經文原義的復現，其經義之闡發也不能僅止於因文見義之解釋，

其終究必須指向切合時局、時政，乃至國家、民族、君臣個人之真實處境，關切當

下情境的「有為之言」。72
 

四、有為之言─經筵講義的解經正法 

從上節程頤對經筵教育的建議看來，經筵講官雖貴為當時知名的經師、人師，

然因皇宮中有其特殊體制規儀，以致講官們在施行教育的過程中，不免存在著諸多

限制，因而與受教者的帝王之間，始終有著難以親近的隔閡。復加其所面對的乃是

九五之尊的帝王，或者可能是未來皇權繼承人的儲君皇子，因此講官們始終處在此

種政治威權的壓力之下，有著權力上無法逾越的分際。前者顯示出講官保傅教導帝

王之重責大任，在理想與實際的施行上有其落差。後者凸顯出帝王與講官在經筵上

的權力衝突，亦即原本君尊臣卑的君臣關係，在經筵上則逆轉為臣（師）尊君（生）

                                                 

71
 脫脫，〈理宗趙昀本紀〉，《宋史》卷 45，頁 889。 

72 日本江戶時代儒者中井履軒對朱熹於《孟子集註》〈梁惠王‧交鄰國有道〉章中，將「惟仁者為能

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兩句《孟子》原文中之「事」字，改解為具有「撫育」之義的

「字」字一事說明道：「經文大小並稱事矣，註於事小改為字，非也。豈南宋之時，有為而言邪？

有為之言，不可解經。」見（日）中井履軒，〈梁惠王第一‧交鄰國有道章〉，《孟子逢原》第十卷，

關儀一郎編，《日本名家四書註釋全書》（東京：鳳出版，1973），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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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 

據前文所述，經筵講義作為帝王教育的主要內容，其主要目標乃在培養君德，

學作君子，進於聖人；興禮樂、施仁政，以求國家社稷長治久安。君德的養成這一

教育目標，堪稱是孔子以來儒家人格涵養的主流正統教育進路，故講官在進講經書

時也多採取正面規勸，故多選取《論語》中有關德行養成之篇章來進講，此由儒臣

屢屢進講漢唐盛世之故事看來，亦可獲得證明。而此種教育方式無非企圖使帝王可

以高尚其志，廣其格局。然而無論是從前文所分析的遠佞近賢、輕利寡欲來看；或

是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之經筵講師呂公著，其於元豐八年（1085）六月所上之論

修德為治之十大要事，亦即：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仁

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73看來，帝王教育落實

到實際政治生活層面，無非就在尋求解決帝王個人與國家社稷之現實問題的下學之

事，而且多是其當下現實生活中所面臨的政治課題。此即仁宗朝之經筵講官呂公著

於嘉祐八年（1063）七月所進《論語》講義〈學而時習之〉章所說的： 

人君之學，當觀自古聖賢之君，如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用心，以求

治天下國家之要道。非若博士諸生治章句，解訓詁而已。74
 

而治理天下國家之事，又有輕重、緩急、難易之別，考慮現實以尋求實際的解決方

案，尤屬當務之急，故程俱則如下說道： 

今欲于綦月之間，一天下，返舊都，致太平，興禮樂，是則力不足矣。是挾

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今欲勤聽斷、明政刑、節財用、慎舉措、脩軍政、紓

民力、進賢能，以馴致中興之功，此則可為之事也。苟不為焉，是則畫也。

是為長者折枝而自以為不能之類也。75
 

換言之，講官們所勸誡、建議的，多屬於這類人君皇權眼前所能決定處理的具

體政務，是與當下國家社稷、社會時局緊密關聯的現實問題。但也因為如此，故經

筵講官的講經、解經法，多是逸離開經書原文之上下脈絡的「離經言道」，但其目

                                                 

73
 呂公著，〈論修德為治之要十事奏 元豐八年六月〉，《全宋文》卷 1095，頁 305-312。 

74 呂公著，〈論語講義一 嘉祐八年七月〉，《全宋文》卷 1092，頁 265。 

75 同註 60，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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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並不在建構講官自身的思想學說體系，而多是「有為之言」。 

亦即，此種「離經言道」的解經法，多是經筵講官對於國家時局有感而發，意

圖有所作為之言，或是與其個人生命現狀之現實處境有關的感傷時事之語，故其中

所透露出的弦外之音，目的都在試圖影響皇帝以引發某種政治效應。例如呂公著「每

進講多敷經義以進規」76，其在會講「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一句時便說道： 

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

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慍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

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77
 

呂公著如此詮解「不知不慍」，已然逸離開《論語》上下文脈絡，而將「不知」一

詞所指涉的對象範圍擴充延伸，將「政令」也視為人君心志人格之一部份，不侷限

於舊注所解，敷陳經義，以扣合經筵教育乃在教育人君這一目的。企圖教育人君別

因臣屬意見與己意不合，或是當政令不符合民心期待而導致民怨四起，就發怒而罪

下臣僚子民；而是應該以舜帝、文王為典範，反躬省修，廣納諫言。而南宋度宗朝

之講官歐陽守道的進講，史稱： 

經筵所進，皆切於當世務，上為動色。78
 

另外，如禮部侍郎兼侍讀的許奕，不僅平常上疏陳言最為剴切，史稱其侍讀時： 

每進讀至古今治亂，必參言時事：「願陛下試思，設遇事若此，當何以處之。」

必拱默移時，俟帝凝思。79
 

而哲宗元祐年間（1086-1093）的侍讀蘇頌，史稱： 

頌每進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己意，反復言之。……每讀至弭兵息民，

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意。80
 

                                                 

76
 朱熹、李幼武編，〈三朝名臣言行後錄‧呂公著〉，《宋名臣言行錄五集》卷 8，頁 628。 

77 同前註。 

78 脫脫，〈歐陽守道傳〉，《宋史》卷 411，頁 12366。 

79 脫脫，〈許奕傳〉，《宋史》卷 406，頁 12269。 

80 脫脫，〈蘇頌傳〉，《宋史》卷 340，頁 10866。另見朱熹、李幼武編，〈三朝名臣言行後錄‧蘇頌〉，

《宋名臣言行錄五集》卷 10，頁 718。而蘇頌所以有機會歷仕四朝，主要乃神宗朝之侍讀陳襄所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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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後，高宗詔臺諫條陳大利害時，吳表臣進策措置上流以張形式，安輯淮甸

以立藩蔽，擇民兵以守險阻，集海舶以備不虞。諸如此類，不僅其策論多被高宗所

採用，吳表臣另外更乞求高宗應該： 

選講官以裨聖德，且於古今成敗、民物情偽、邊防利害，詳熟講究。81
 

高宗因而詔開經筵。足見隨著宋王朝政權的南移，經筵上所講之內容，除人君之道

德修養外，關於成敗興衰的檢討，王朝新據地之風俗民情的瞭解，以及防守疆土以

禦外侮等，此類攸關國祚存亡等國家民族所面臨之現實問題，當是南渡後之新開經

筵上，首要慎重論對的重大議題。至孝宗時，經筵侍講官周必大則更明白地上奏皇

帝說道： 

經筵非為分章析句，欲從容訪問，裨聖德，究治體。82
 

由上述《宋史》所載資料看來，離經言道，參以世局時務，雜以己意、己見的

「有為之言」，其實正是經筵講義之講經、解經正法。換言之，經筵講官們與一般

傳統注經者之間最大的差異，乃在彼等相當大幅度地拋開了「原義」復現的這一解

經要求，或者說追求原義原本就不是經筵講官解經的目標，彼等所致力的，乃在使

經典與其所生存的當代產生對話，進而發揮實際政治效用。反言之，如果「經筵非

為分章析句」，則《論語》，或者是任何一部經筵上的經典，在絕大的程度上都淪

為帝王教育中，藉以影響執政權力、發揮某種政治效能的工具性語言載體。 

因此，若有講官無法發揮此一講經效用，或是無法使皇帝接納其所講之經義與

對時事、政策之建言的話，則無論其學養如何深厚、見識如何廣博，其對人君而言，

可能終究還是一位無法勝任經筵的「經師」，而非一位輔弼國君治國立業的「君師」。

此事我們由朱熹身上便可得到證明。朱熹因為在經筵上持論切直而觸犯龍顏83，當

                                                                                                                                      

詳參脫脫，〈陳襄傳〉，《宋史》卷 321，頁 10421。 

81 脫脫，〈吳表臣傳〉，《宋史》卷 381，頁 11732。 

82 脫脫，〈周必大傳〉，《宋史》卷 391，頁 11965。 

83 脫脫，《宋史》言：「朱熹在經筵持論切直，小人共不便，潛激上怒，中批與祠。」詳見脫脫，〈孫

逢吉傳〉，《宋史》卷 404，頁 12225。然據《朱子語類》所載，關於朱熹為何被罷經筵，當時竊議

者所說之理由為：「先生請早晚入講筵，人主將不能堪，便知先生不能久在君側。」詳見宋‧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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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劉光祖與孫逢吉同在經筵，恰逢某侍郎告疾而停講，遂委請平時進講《論語》的

孫逢吉代講，逢吉見該侍郎講義後，因為有感於其中講《詩經》〈權輿〉篇刺康公

與賢者有始無終一事，與帝逐朱熹一事相類，遂欣然代講並特別將之選取出來進講。

但孫逢吉並未在經筵上達到其試圖為朱熹平反的目的。皇帝對朱熹進講的評價是： 

朱熹言多不可用。84
 

針對皇帝的這一評價，孫逢吉的答辯是： 

熹議祧廟與臣不合，他所言皆正，未見其不可用。85
 

然令人遺憾的是：孫逢吉不僅未能替朱熹平反，其自身最後竟「寖失上意」。 

相反地，講官所進講之內容若能通經致用、切合國家社會之實務，提供執政參

考之具體方案，則人君亦會極力延攬，例如胡安國便是。據朱熹所言： 

能解經而通世務者，無如胡文定。然教他做經筵，又都不肯。一向辭去，要

做《春秋解》，不知是甚意思。蓋他有退而著書立言以垂後世底意思，無那

措諸事業底心。86
 

由此可知，經筵講義作為一帝王教育，儒臣經師並無法執意孤行其價值、理念或主

張，無論其所懷之心意真摯、熱情與否，乃至其所講論之內容對錯與否，在教育帝

王的過程中，上意卻是可以隨時免除其「講官」資格的，具有莫大威權的「學生」。

相對於朱熹的直言犯上，當時與朱熹同列在朝的彭龜年，其講論事實雖出於愛君之

                                                                                                                                      

〈本朝六‧中興至今日人物下〉，《朱子語類》卷 132（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3183。 

84 脫脫，〈孫逢吉傳〉，《宋史》卷 404，頁 12225。關於朱熹之言為何無用，日後李贄曾提及朱熹雖拒

斥君主身旁之小人，然卻無法提出剷除奸佞之具體辦法，故李贄亦譏評朱熹之言為無術、無學之偽

學。筆者以為李贄某種程度道出人君之心裡感受，並提供吾人思考個人道德的完善，未必保證其必

然能夠達成某種政治道德功效，而此一問題正是經筵講官必須面臨的重大教育課題。李贄言：「夫

趙（趙汝愚）為丞相，朱為講官，侂冑未得志也。而朱先生侍講首以侂冑為言，何哉？既約彭龜年

共攻之矣。他日經筵復留身論奏，至于再，至于三，必欲決去之而後已。……且夫我本欲決去小人

者也，而小人又決不去，是無術也。苟無術，是無學也。既無學，又何以從政而安人乎？則謂我為

偽學亦可矣。」詳參明‧李贄，〈儒臣傳‧趙汝愚附韓侂冑〉，《李氏藏書》（明萬曆己亥（二十七年；

1599）至天啟三年（1623）焦竑金陵刊本），頁 21。 

85 脫脫，〈孫逢吉列傳〉，《宋史》卷 404，頁 12225。 

86 朱熹，〈程子之書一〉，《朱子語類》卷 95，頁 2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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忱，然結果卻還是以「盡言」得罪。87此事恰好再度反映出：在經筵上，經筵講官

與皇帝的關係，現實層面上終究是「人臣」對「人君」的下對上關係；而非「君師」

對「帝生」的尊對卑關係。 

五、告人主之法與政治發言權 

若如上述，則經筵講官究竟該採取何種教育方法，方可善導人君又可免於禍害

及身？針對此一問題，朱熹在回答前述某人問及其被罷經筵，是否導因於其請皇帝

早晚入講筵這一問題時曾言： 

早晚入講筵，非某之請，是自來如此。然某當時便教久在講筵，恐亦無益。

一日雖是兩番入講筵，文字分明，一一解注，亦只講過而已，看來亦只是文

具。88
 

朱熹明言若只是解說經義，經筵講過並無實際影響人君之效用。又針對前述胡安國

不赴經筵而欲做《春秋解》一事，朱熹則又評其： 

縱使你做得了將上去，知得人君是看不看？若朝夕在左右說，豈不大有

益？……人說話也難。……便是說話難。只是這一樣說話，只經一人口說，

便自不同。有說得感動人者，有說得不愛聽者。近世所見會說話，說得響，

令人感動者，無如陸子敬。89
 

就此段引文看來，朱熹主張若能朝夕向人主論說其經書所載之聖人理道，較之著書

或許更能影響人主，因為人君未必閱覽經注；然透過經筵講官個人體認後所做的經

義發明，則可在經筵上反覆教導，薰陶影響人君。惟如何說得人主感動、愛聽、願

意接受並實踐之，確實有其難度。所以在針對前述尹焞質疑高宗好看山谷詩時，卻

僅說出一句：「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它作什麼？」朱熹則提出其以為理想

                                                 

87
 詳參脫脫，〈林大中列傳〉，《宋史》卷 393，頁 12015。 

88 朱熹，〈程子之書一〉，《朱子語類》卷 95，頁 2458。 

89 朱熹，〈本朝六‧中興至今日人物下〉，《朱子語類》卷 132，頁 3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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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告人主之法，其言： 

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須有反覆開

導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告哀

公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略不同，此告君之法也。90
 

也就是說，正因經筵教育的對象是人主；而非一般學士，所以較之所謂不明言、啟

發之、令其思考的一般教育，告人主則宜採直言的「反覆」開導以「警省」人主。

無奈史載朱熹正因持論切直，故未能久處經筵。然人臣又豈可因畏懼直言易犯上，

而拒講實情？仁宗朝臣趙抃便遞狀呼籲： 

今經筵侍講者，講吉不講凶，講治不講亂；侍讀者讀得不讀失，讀存不讀亡。

臣愚以為陛下非所以廣聰明之義也。伏望發德音，命經筵臣僚臨文講誦無隱

諱。至於吉凶治亂得失存亡之所由兆，尤宜詳究鋪陳之，使禍福之鑑日開，

宗廟社稷無窮之福也。91
 

據史籍所載，有宋一代確實不乏皇帝悅納經筵講官諫言之實例。如孝宗朝之經

筵講官李燾，嘗諫省後宮費用，直言：「外議陛下多服藥，罕御殿，宮嬪無時進見，

浮費頗多。」92孝宗則回應道： 

卿可謂忠愛，顧朕老矣，安得此聲。近惟葬李婕妤用三萬緡，他無費也。93 

理宗朝之經筵講官包恢，經筵對奏，誠實懇惻，理宗欣然說道： 

其言甚直，朕何嘗怒直言！94
 

高宗朝之侍讀范沖，知道高宗喜好《左傳》，每敷衍經旨，因以規諷，而徽宗未嘗

不稱善。95甚至不乏講官直陳時弊，而實際發揮政治效用。例如孫道夫在經筵，極

論類試請託之弊端，請盡令赴禮部。皇帝本想延至後年遣御史監察，然孫道夫持論

                                                 

90
 朱熹，〈程子門人‧尹彥明〉，《朱子語類》卷 101，頁 2576。 

91 宋‧趙抃，〈論經筵及御製宸翰狀〉，《全宋文》卷 886，頁 236。 

92 脫脫，〈李燾傳〉，《宋史》卷 388，頁 11918-11919。 

93 同前註。另見於〈李賢妃傳〉，《宋史》卷 243，頁 8653。 

94 脫脫，〈包恢傳〉，《宋史》卷 421，頁 12593。 

95 脫脫，〈范沖傳〉，《宋史》卷 435，頁 12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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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加堅定。此事下至國子監，祭酒楊椿主張派遣一監試前往以革其弊，是年，四川

類省試始從朝廷差官。96呂公綽侍經筵之際，時久不雨，帝問其何以致雨？呂公綽

回答原因在獄久不決，皇帝遂躬親慮囚，已而大雨。97又陳襄在經筵時，神宗厚待

之，曾向其諮訪可用之人才，陳襄一共推舉了司馬光、呂公著、蘇頌、蘇軾等三十

三人。98王大寶兼崇政殿說書時，奏明君上曰：「江南諸州有月樁錢，無定名數，

吏緣為姦，刻剝民。又有折帛錢，方南渡兵興，物價翔貴，令下戶折納，務以優之，

今市帛匹四千，而令輸六千。盍委監司覈月樁為定制，減折帛惠小民。」君上遂詔

戶部詳其奏。99
 

據上述信史所言，足見經筵教育功效的發揮，雖然有賴講官之講論、說話技巧，

但君王自身之為君心態乃至學習態度，亦是影響經筵教育成敗的重要因素。而講官

所以敢直言不諱，基本上就在其相信人君乃是衡諸「道」；而非取諸一己之「私心」，

而來判斷其進言。另外，在經典義理的學習態度上，人君亦當與講官進行互動學習，

故司馬光主張： 

學非問辨，無由發明。今陛下若皆默而識之，不加詢訪，雖為臣等疏淺之幸，

竊恐無以宣暢經旨，裨助聖性。伏望陛下自今講筵，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

乞賜詰問，或慮一時記憶不能詳備者，許令退歸討論，次日別具劄子敷奏。
100

 

范祖禹在進呈《帝學》一書時，亦強調： 

臣又聞，學則必問，問然後為學。《中庸》曰：「君子尊德行而道問學，致

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皆所以為天下法也。堯有衢室之問，舜

有總章之訪，動必咨于四岳。孔子稱舜之大智曰：「好問」，仲虺戒湯曰：

「好問則裕」。學者聖之先務也，問者學之大方也。101
 

                                                 

96
 脫脫，〈舉遺逸附志〉，《宋史》卷 156，頁 3630。 

97 脫脫，〈呂夷簡／子公綽傳〉，《宋史》卷 311，頁 10212。 

98 脫脫，〈陳襄傳〉，《宋史》卷 321，頁 10421。 

99 脫脫，〈王大寶傳〉，《宋史》卷 386，頁 11856。 

100 宋‧司馬光，〈乞經筵訪問劄子 治平二年十月上〉，《全宋文》卷 1192，頁 68。 

101 宋‧范祖禹，〈上帝學奏 元祐五年八月〉，《全宋文》卷 2142，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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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頤更主張： 

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

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閒，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

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竊聞間日一開經筵，

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

難乎？……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

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102
 

程頤此番主張，乃本文前述所謂經筵講官若欲輔弼君德，除善講經義之外，恐怕要

能直接參與人君的生活整體，以涵養其人格。其實，依據舊制，修注官與經筵官原

本皆准許留滯皇帝身邊奏事。103然也因為經筵官身處帝王近側，可接近權力核心，

故經筵遂成眾家覬覦、必爭的要職。 

其實據《宋史》所載，經筵這一帝王學習儒典的場合，常常淪為當代政治各方

角力爭相設法取得發言權的政治權力論述場域。因此，經筵講官這一任職也常為有

心人士所覬覦的對象，例如王安石執政之際，其所採用參與新政者多少年，安石之

子王雱欲預選，但又恐受人批評，遂與安石謀劃參政的方法，當時王雱所想出的計

謀就是： 

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104
 

又徽宗朝之右諫議大夫范宗尹，亦欲處之經筵。105另外，同樣與秦檜有關的，乃是

秦檜被黜閑居時，興化士人林大鼐對策，言：「自宣政以來，人無節義。後得秦檜

於虜中，乞立趙氏，節義可取。」106日後秦檜知之，遂大加擢用林大鼐。然某日林

大鼐在經筵講經甚稱上意，君上甚喜而賜一帶，秦檜便將之逐出。秦檜此舉，無疑

耽憂林大鼐會因此得寵而危及自身之寵信，故務必儘快除之而後快。此事同時也反

映出士人確實可以藉由經筵講經，迅速縮短其與人君之間的距離，堪稱是士大夫接

                                                 

102
 宋‧程頤，〈論經筵第一劄子〉，《全宋文》卷 1751，頁 223-224。 

103 脫脫，〈洪皓／子遵傳〉，《宋史》卷 373，頁 11566。 

104 脫脫，〈王安石／子雱傳〉，《宋史》卷 327，頁 10551。 

105 詳參脫脫，〈姦臣三‧秦檜傳〉，《宋史》卷 473，頁 13749。 

106 朱熹，〈本朝五‧中興至今日人物上〉，《朱子語類》卷 131，頁 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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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權力核心的捷徑。 

因此，政治立場敵對的雙方陣營，也會擔心對營人士涉入經筵。而人君為了弭

平不同政治勢力的派別傾軋，甚至為顧及某方，亦會使其立於經筵。107包括經筵講

官的任命也常引發政治性議論。而敵對的雙方或於經筵上競求表現、互別苗頭108，

或於經筵上針鋒相對、勢不兩立109，甚至藉經筵以詆毀政敵。例如鄭清之「日夜於

經筵短公許（程公許）」110，又如欽宗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對於凡與自己不合者，皆

指為朋黨，見胡安國論奏，便在皇帝面前如下構陷胡安國： 

（耿南仲）愠曰：「中興如此，而曰績效未見，是謗聖德也。」乃言安國意

窺經筵，不宜召試。111
 

耿仲南所以有此擔慮，誠如前文所述，原因就在經筵上君臣所論，確實不僅止於經

義的討論。舉凡論學、議政、用人，乃至告密、詆毀政敵，皆可借用經筵這一場合

來進行各種發言。例如理宗朝之朱貔孫，當時因賈似道仗勢理宗倚成，多擅命行事，

侍讀朱貔孫則隨事進諫，不肯阿附賈似道，並且「屢於經筵密以告帝」有關行公田

之政一事。112而與講官常藉經筵以取得政治發言權相對的，帝王也會在經筵上表明

其心跡。例如宋孝宗某日御經筵，因論監司案察，顧謂講讀官曰：「朕近日得數人，

應孟明，其最也。」113
 

凡此種種，皆可證明經筵上之講經，絕非僅止於講論經義。由於經筵這一場域

                                                 

107
 例如神宗朝之諫官楊繪，不畏強禦，知無不為，然抗跡孤遠，立朝寡援。神宗因而特意解其諫職，

改兼侍讀，以避其風頭。詳參脫脫，〈楊繪傳〉，《宋史》卷 322，頁 10449。 

108 例如李皇后寖預政，倪思進講姜氏會齊侯於濼，君上因而悚然。時政治立場相對的趙汝愚，與倪思

同侍經筵，退與人曰倪思：「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詳參脫脫，〈倪思傳〉，《宋史》卷 398，頁

12114。 

109 例如杜範與李鳴復為了是否乞和一事，於經筵上勢不兩立，杜範甚至出言曰：「鳴復不去則臣去，

安敢入經筵？」而李鳴復也抗疏自辨。詳參脫脫，〈杜範列傳〉，《宋史》卷 407，頁 12282-12283。

又如理宗朝之觀文殿大學士史嵩之，其不欲崇政殿說書呂午在經筵，遂與言路密謀剷除之，惟君上

不允許呂午去職，再留呂午於經筵，結果兩人議論越加不合。詳參脫脫，〈呂午傳〉，《宋史》卷 407，

頁 12298。 

110 詳參脫脫，〈程公許傳〉，《宋史》卷 415，頁 12458。 

111 脫脫，〈胡安國傳〉，《宋史》卷 435，頁 12910。 

112 詳參脫脫，〈朱貔孫傳〉，《宋史》卷 411，頁 12363。 

113 脫脫，〈應孟明傳〉，《宋史》卷 422，頁 1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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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涉帝王現實生活的多面性，與國家政治運作的特殊、複雜性，故也使得經筵講官

之講義內容，除因文見義之經義講解之外，其經義發明或經筵上之發言，多是攸關

時局、政局之政策，或是與權力結構相關的政治發言。故若能取得經筵官之職，則

無疑掌握了政治發言權，故其解經論道之講義內容，也屢屢趨向攸關政治現實的「有

為之言」。 

六、結論─「章句經師」到「傳道君師」 

關於帝王與講官在經筵上的權力衝突問題，在宋代呈現出諸儒喧譁的景況，而

問題的導火線則始於入宋以後的撤廢講官之坐講，然筆者以為此一問題遠可上溯至

孟子，其所關涉到的其實是儒士的自我定位問題。首先，關於廢坐問題，或言始於

宋太祖，此或許因太祖曾撤宰相范質之座而有此論：  

自唐以來，大臣見君，則列坐殿上，然後議所進呈事，蓋坐而論道之義。藝

祖（太祖）即位之一日，宰相范質等猶坐。藝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書

來看。」質等起進呈罷，欲復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為故事。114
 

或言始於宋仁宗115，因為在仁宗天聖（1023-1031）以前經筵講讀官皆坐講，景祐年

間（1034-1037）經筵講讀官翰林侍講學士孫奭首次立講。116而程頤卻說北宋在太祖、

真宗之際經筵講官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117無論如何，北

宋經筵侍者坐、講者立之儀節確實由仁宗下詔頒訂： 

                                                 

114
 宋‧邵博，《邵氏見聞後錄》卷 1（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1。 

115 蘇頌有言：「臣等竊尋故事，侍講皆賜坐。自乾興以來，講者始立，而侍者皆坐聽。」宋‧蘇頌著、

王同策等點校，〈駁坐講議〉，《蘇魏公文集》卷 16（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218。另見於宋‧

呂公著，〈請坐講奏〉，《全宋文》卷 1092，頁 275。 

116 宋‧彭龜年，《止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 822。 

117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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邇英閣講讀官當講讀者，立侍敷對，餘皆賜坐侍於閣中。118
 

而針對講官究竟應不應該恢復其坐講這一問題，宋朝儒臣展開激烈爭論，則是

在神宗熙寧元年（1068）。119該年四月，由翰林學士兼侍讀呂公著、翰林學士兼侍

講王安石等人上奏曰： 

臣等竊以謂侍者可使立，而講者當賜坐。所以當賜坐者，以傳先王之道故也。

伏惟陛下躬仁聖之質，將興堯舜之治，於傳道之際，不宜因循有司一時之失，

不正其禮。120
 

翰林學士兼侍讀呂公著、翰林學士兼侍講王安石等言：「竊尋故事，侍講者

皆賜坐；自乾興後，講者始立，而侍者皆坐聽。臣等竊謂侍者可賜立，而講

者當賜坐，乞付禮官考議。」詔禮院詳定以聞。判太常寺韓維、刁約，同知

禮院胡宗愈言：「臣等竊謂臣侍君側。古今之常，或賜之坐，蓋出優禮。祖

宗以講說之臣多賜坐者，以其敷暢經藝，所以明先王之道。道所存，禮則加

異。太祖開寶中，李穆、王昭素於朝召對，便殿賜坐，……太宗端拱中，幸

國子監，升蔫將出，顧見講座，因召學官李覺講說。覺曰：『陛下六飛在御，

臣何敢輒升高坐。』太宗為之降輦，……今列侍之臣，尚得環坐，執經而講

者，顧使獨立於前，則事體輕重，議為未安。臣等以為宜如天禧故事，以彰

陛下稽古重道之義。」121
 

在呂公著與王安石等人的建言中，我們除可看到北宋開國以來，李覺以國子監博士

之身分對「君師」身分的自覺，另外從「敷暢經藝」乃在「明先王之道」的說法，

亦可看出北宋經筵講官以先王之道的代言人自居的優越意識，也因彼等的此種自我

感覺與定位，故要求帝王必需對其異禮優待。 

然北宋儒士間並非每人皆以「傳道」者自居。針對呂公著、王安石等人的這項

提議，蘇頌、劉攽等人則反對曰： 

臣竊謂侍從之臣，見於天子者賜之坐，有司顧問，猶當避席立語，況執經人

                                                 

118
 李燾，〈皇佑三年九月丁丑〉，《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71，頁 726。 

119 詳參宋‧范祖禹，《帝學》卷 7（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頁 10-12。 

120 宋‧呂公著，〈請坐講奏〉，《全宋文》卷 1092，頁 275。 

121 宋‧楊仲良，《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年），卷 53，頁 1703-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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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之前，本欲便於指陳，則立講為宜。若謂傳道近於為師，則今侍講解說舊

儒章句之學耳，非有為師之實。豈可專席安然以自取重也。又朝廷班制，以

侍講居侍讀之下，祖宗建官之意輕重可知矣。今若侍講輒坐，其侍讀當從何

禮？122
 

侍臣講論於前，不可安坐，避席立語，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

尊德樂道也；若不命而請，則異矣。123
 

劉攽此話一出，當時在場禮官皆同其議。在此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劉攽與王安石原

本政治立場相異，然此處兩人意見的相左，並不僅限於立講或坐講之經筵儀節；而

是代表著儒臣的自我身分、地位、主權之伸張，仍必須是在帝王「主動」尊德樂道

的前提之下方可成立。換言之，即便經筵講官以「君師」之尊來教育人君，但並不

意味著儒臣因此可以主動請求維護自我之權限。而且在劉攽等人的認知中，經筵講

師之授業僅是「解說舊儒章句之學」，是一種知識性專職，而無傳道之師的實質，

因此不具備向擁有政治絕對崇高權力與地位之帝王伸張自主權，或對之挑戰的立足

點。也就是說，在北宋儒士之間，經筵講官究竟是自我定位為「章句經師」抑或「傳

道君師」，決定了其自身的身分地位。若以「章句經師」自居，則其與帝王之間當

然只能是「臣」屬主從關係，「師」的實質就只能是技能性的；若以「傳道君師」

自居，則其經筵講「學」即在傳先王之「道」，而先王之「道」又能涵化帝王養成

聖「德」，啟迪引導帝王擇取治國良「術」，如此一來則「傳道君師」又形同「輔

國良相」，經筵講官則既是帝王思想、行為的善導者，同時又是帝王治國施政的決

策參與者。 

而日後爭取恢復坐講最具代表性的兩位儒者，當推立足於王安石之對立面的程

頤，以及朱熹這兩位經筵講官。程頤於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被命為崇政殿說書，

而在未決定是否上任之前，程頤首先上疏試探君意，疏中言道： 

竊以知人則哲，帝堯所難。雖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放獲進對於頃刻間，陛下

見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畎畝之中，驟置經筵，蓋非常之舉，朝廷擇其

                                                 

122
 同前註，頁 1704-1705。 

123 脫脫，〈劉敞╱弟攽傳〉，《宋史》卷 319，頁 10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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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效，天下之所觀矚，苟或不當，則失望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謹哉！臣

未敢必辭，只乞令臣再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

為不誤，臣之受命為無愧。所言或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因可聽其辭避。如

此則朝廷無舉動之過，愚臣得去就之宜。124
 

程頤不因崇政殿說書乃經筵講官中職位較低者而有顧慮，其發言彰顯了經筵講師是

否赴經筵，並非一味取決於帝王一人之決定權，講官同時也擁有主動選擇權，而且

也主張講官於經筵對帝王的建言應具有政治實踐效力。而程頤所進呈的三道經筵劄

子，在第一道劄子中，程頤以周公輔佐成王為例，以周公作為經筵講師之典範，再

次凸顯了經筵講師不僅只是傳授章句之學的「經師」，而是輔弼聖德的傳道「君師」。

第二道劄子中程頤則將經筵講師等同三代制度中的師、保、傅，賦予講官尊崇之地

位，並提出講官宜參與帝王之生命與生活全體。而在第三道劄子中程頤便據理力爭

回復坐講。其言：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

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

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

尊儒重道之心。竊聞講官在御案傍，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令一人指書，

講官稍遠御案坐講。意朝廷循沿舊體，只以經筵為一美事。臣以為天下重任

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為

重？ 

[貼黃]竊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乞別一人指書，講官稍

遠御案坐講。125
 

程頤點出了人君養於宮中，以位高權重，而可俯視天下，隨心所欲。故若心中無道、

義存在，則恐怕難分是非；若不能尊重賢能人士，又不能敬畏輔佐其執政的宰相，

則無法成其聖德。程頤以此來勸諫哲宗皇帝恢復坐講，以表明皇帝尊賢之心與成聖

之志。同時在王安石之後，程頤又再次標高經筵講師的獨特性尊崇地位，就在其乃

                                                 

124
 李燾，〈元祐元年三月辛巳條〉，《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73，頁 371。 

125 同前註，頁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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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負起善導君心、輔弼君德的要務，故可與宰執相提並論。程頤未說出口的就是：

如果經筵講師全程參與帝王從行為、心識、品德、思想到執政之運籌帷幄的所有過

程，則經筵講師的實際功效不僅超越了宰執，而且還成為足以與帝王挑戰、抗衡的

一方。 

相較於程頤，朱熹則從所謂：立講無法仔細指點皇帝讀經的這一進講過程中，

執行講經作業時將產生的實際缺失，而主張應恢復坐講。朱熹言： 

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方可仔細說得。如今莫說教宰執坐，奏對之時，頃刻即

退。文字懷於袖間，只說得幾句，便將文字對上宣讀過，那得仔細指點，且

說無坐位，也須有個案子，令開展在上，指畫利害，上亦知得仔細。今頃刻

便退，君臣如何得同心理會。……如今群臣進對，頃刻即退，人主可謂甚逸。

古人豈是故為多事！126
 

然而朱熹真正在意的，恐怕還是在人君即使在經筵上受教於講官，卻仍不忘宣示其

政治威權，向「君師」展現其主宰操控權力。換言之，儒臣、人臣若有能在人倫秩

序上，逆轉君臣間之尊卑地位的機會，當然就必須確定並強調其乃君王之「師」的

這一崇高地位。這也就是權臣賈似道所以會在理宗崩殂後，立度宗為帝後，就設法

使度宗每朝必答拜，並不使度宗稱其名，而稱其為「師臣」，時朝臣亦皆稱其為「周

公」。蓋對帝王而言，臣卑師尊，賈似道所欲凸顯的，無非是其以「君師」之身分，

凌駕於原本位居政治權力之最高位者─帝王之上。相較於賈似道是利用「君師」

這一身分以遂行其一己之權力私欲，朱熹則如下言道： 

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緣是親愛一體。因說虜人初起時，其酋長部屬都

無分別，同坐同飲，相為戲舞，所以做得事。如後來兀术犯中國，擄掠得中

國士類，因有教之以分等陛立制度者，於是上下位勢漸隔，做事漸隔，做事

漸難。127
 

叔孫通為綿蕝之儀，其效至於群臣震恐，無敢喧嘩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群

                                                 

126
 朱熹，〈本朝二 法制〉，《朱子語類》卷 128，頁 3068-3069。 

127 朱熹，〈禮六 冠昏禮〉，《朱子語類》卷 89，頁 2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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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128
 

朱熹強調人君與經筵講師之間的關係，乃是以「親愛」為基礎的，透過由衷、自然

的情感聯繫，達到彼此相尊親、互敬愛的「師生」情誼。在朱熹而言，帝王個人不

僅要法三代聖王，也要法三代燕享群臣的和樂氣象，而不是藉由卑臣而來尊君，而

來抬高、宣示皇帝的政治崇高性地位。朱熹所企盼的此種君臣相親、相尊的理想，

筆者以為其源頭乃是孟子以來，儒士的自我期許。亦即，儒士、經師應當要以「君

師」自我期許，高尚其志，並以此「君師」身分來引導帝王尊德，趨向「王道」。

因此，若從所謂「君師」與「帝王」的關係來看，朱熹以為其理想的關係狀態，應

如以下引文所言： 

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

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129
 

而筆者認為朱熹此處所謂的：「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

不僅是經筵講師與一般「章句經師」最大的差異處，同時也是儒臣挺拔起其獨立人

格，繼承「斯文在我」之自信，不受政治威權宰制，並轉換其被統治之儒臣經師身

分，進而以「傳道君師」自我定位，指導人主進德修業、政治向善的最佳自我定位

與自我期待。 

如上所述，本文以宋代楊時、程俱、王十朋、袁甫、劉克莊、徐元傑等六人之

《論語》經筵講義為考察對象，討論其進講風格、講授議題、經筵席教育目的，同

時說明經筵解經正法，以及經筵講官之政治發言所產生的政治效用，與宋代經筵講

官之自我主體自覺、認識與定位等。藉由分析考察宋代《論語》經筵講義，筆者提

出以下數點認識：1、宋代《論語》經筵講官在進講時，並無一制式進講方法，端看

講官自身安排。2、由宋代《論語》經筵講義看來，經筵講官的講經、解經法，多是

逸離開經書原文之上下脈絡的「離經言道」，但其目的並不在建構講官自身的思想

學說體系，而多是關乎時局、政局的「有為之言」。3、追求原義原本就不是宋代《論

                                                 

128
 朱熹，〈歷代二〉，《朱子語類》卷 135，頁 3222。  

129 朱熹，〈公孫丑下‧湯之於伊尹〉，《孟子集注》卷 4，頁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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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經筵講官解經的目標，彼等所致力的，乃在使經典與其所生存的當代產生對話，

進而發揮實際政治效用。4、以呂公著、王安石、程頤、朱熹為代表的宋代經筵講師，

繼承了中唐以來斯文在我的自信，以傳道君師自居，成為超越宰執而與帝王抗衡的

一方。5、然在經筵上，經筵講官與皇帝的關係，現實層面上終究是「人臣」對「人

君」的下對上關係；而非「君師」對「帝生」的尊對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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